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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消费扶贫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家庭经营的贫困小农户很难被直接纳入。基于在

河北省柳村开展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本研究呈现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消费扶贫的微观组织过程。

研究发现，当小农户生产与现代城市消费直接遭遇时，在食物的标准与文化、便利性、供需平衡、互动关系

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连续性，导致消费扶贫在开展和持续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这些不连续性不仅折射出

全球性食物体系与地方性食物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张力，也表征了被建构的城市现代性消费与快速变迁的

乡村小农生产之间的某些断裂。为此，本文建议消费扶贫应创新纳入贫困小农户直接参与的方式，在技

术、市场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相应配套措施和支持。

［关键词］消费扶贫 巢状市场 小农生产 城乡联结

一、引言

近来，消费扶贫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2018
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

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129号），正式将消费扶贫置于政策高度。

自政策提出以来，各地已涌现出多元化的创新实

践，构建了综合线上线下功能的消费扶贫平台，

实现了对消费扶贫强大的社会动员。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 7月底，消费扶贫带动的扶贫产品销售已突破

1000亿元①，所释放的巨大扶贫潜力受到全社会

的高度关注。

创造对穷人有利的市场，是农村减贫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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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策略（Akram-Lodhi，2017：303）。消费扶贫

政策的出台代表着国家贫困治理方式的一个重

要转向，即从主要抓生产扶贫，到介入流通领域，

开始重视市场在减贫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可能

产生的分配性效果。消费扶贫正是试图运用干

预手段，为贫困人口构建融合市场和道义基础，

更具包容性的市场体系，让市场更好地服务社

会。这项政策对于帮助化解产业扶贫风险、精准

帮扶贫困人口增收和建立脱贫长效机制具有重

要意义。尽管国家持续释放政策和市场红利，但

消费扶贫在实践操作中，大量动员起来的资源被

导向带贫企业，而很多自主经营的贫困小农户

（包括带贫合作社）被排斥在外。同时，很多措施

虽然可以短期见效，但很难保障持久、稳定的扶

贫效果，也容易引发诸多问题。例如，在消费端，

情怀和公益不能长久，很多实践常常只是完成任

务式的一次性行为，甚至成为“变相摊派”“强求

消费”；在生产端，企业捆绑贫困户的扶贫方式若

缺乏灵活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则容易使消费扶

贫异化为“消费扶企”“消费扶商”，而真正贫困的

群体受益微薄②。

为什么消费扶贫在实践中往往直接“扶”企、

“扶”商（带贫主体③），而很难直接“扶”小农户？

为什么产消衔接难以长期持续？对此，人们普遍

认为是缘于小农及小农农业特性而造成的组织

挑战，如“小农户的产品样多、量少”，“小农户太

分散、不好组织”等，这样，小农户身份便成为一

种排斥的维度。其实，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解决。

在很多地方实践中，互联网平台、合作互助、“地

产地消”、下沉到乡村的物流体系等技术和组织

形式的应用，在回应这些问题和挑战方面已经取

得很好的效果。

笔者在河北省太行山区开展十年的“巢状市

场小农扶贫试验”，正是针对小农户生产的消费

扶贫探索。试验发现，这类消费扶贫的困境和挑

战在于小农户和城市现代消费者的衔接上。双

方互动过程中常常出现的诸多不连续性是小农

户和城市消费者的对接很难开展，信任很难建

立，实践很难持续的主要原因。

本文基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通过对

该试验的日常组织和互动过程的微观研究，呈现

小农户生产和城市现代消费遭遇时所存在的种

种不连续性与断裂以及回应的过程，并分析背后

的原因和机制，借此思考当下如何推动基于小农

户生产的消费扶贫，建立更稳定、长效的生产-消
费关系。基于该试验已发表的一篇论文《基于小

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

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叶敬忠、贺聪志，2019），

在结尾部分简要指出城乡联结过程中出现的不

连续性问题。本文为续篇，将重点对这一不连续

性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本文的研究是一项行动研究，笔者长期跟踪

观察和参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的全过

程。本文采用发展社会学的行动者视角（Long，
2001），分析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行动中多元主体

在微观层面的互动过程，揭示其中的不连续性。

行动者视角强调将不同行动者及其实践置于特

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关注不同行动者

的能动性以及行动者与制度结构的双向互构。该

视角对行动者能动性的关注有助于理解农民在艰

难境况中的适应性、建构性，进而为小农户的多元

存续提供想象空间。

二、“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

及进展回顾

（一）基于小规模农民和农业的替代性农业

实践和市场形式的兴起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小农户和小农农业的存在意义和未来命运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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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农政问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在过

去的两个多世纪，处于宏大社会变迁中的小农受

到高度关注。经典现代化理论、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主流发展经济学将小农视为变迁的阻碍，是

应该消亡或被主动移除的社会形态（范德普勒

格，2013：2，20）。现存的小农和小农农业被视为

一个过渡性的类别，将伴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

济的兴起而最终消亡；小农经济将被更有效率，

更具优越性的，由企业雇主和农业雇工组成的农

业经济体系替代。这种转型被视为进步的、自然

的过程（Bernstein，1977；王道勇，2009；黄宗智，

2020）。这种认识论进一步转化为一种全球普遍

存在的、“去小农化”的发展方向（Araghi，1995）。

它同样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小农和小

农农业的忽视、边缘化，甚至排斥。我国农业、农

村发展政策和扶贫战略主要以产业化发展、产业

扶贫为主导，是这种认识论的外在体现。产业扶

贫范式常常以“小农能力不足”为前提假设和基

础逻辑，旨在以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模式来改造

传统小农，用规模经济来提高效率和解决小农户

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从而解决农村的落后与贫

穷问题。具体措施包括重点推进规模化的“龙头

企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将贫困小

农户整合进来，依托它们带动脱贫（汪三贵等，

2017；吴重庆、张慧鹏，2019；黄宗智，2020）。在

过去的发展和扶贫实践中，大量的政策和扶贫资

源瞄准并投向规模化产业及其经营主体（尤其是

龙头企业），对小农户的自主经营发展缺少扶

持。不可否认，产业扶贫产生了巨大的减贫效

益，然而在实践中也常常遇到一些瓶颈和困难。

例如，“产业发展的集中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常常

与贫困小农户生产性资源的分散性、微型性和多

样性相矛盾”（叶敬忠、贺聪志，2019）。很多地方

或难以建立起产业，或即使建立起来，贫困小农

户也很难被实际纳入生产经营环节，只能以资产

收益等方式被带动。此外，产业扶贫在落地和实

践的过程中，频频出现产品滞销和价跌现象，同

时很多贫困小农户在产业链分工和价值分配中

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甚至出现主体地位的丧失

和“去能化”④。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减贫效果，也

常常使产业不可持续（黄承伟等，2017；林万龙

等，2018）。而对于当下大部分贫困或相对贫困

的小农户来说，他们或完全被排斥在“高附加值、

劳动与现代投入（‘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

业’”之外（黄宗智，2020），或只作为雇工或廉价

原材料的提供者，被整合进高度商品化的产业链

和主流大市场之中。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农业

与食物领域正越来越被各种“食物帝国”和其他

大中间商所控制（帕特尔，2008：9）。伴随企业和

金融力量日趋垄断和集中化，市场生态对很多小

农户愈加不利。这个过程不仅加剧了他们的边

缘化和依附性境地，同时也使其生计资本和生计

策略频遭破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对主流发展范式所

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和生态后果的反思，世界

范围内兴起了一种反向的话语和实践探索，以使

发展更具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探索尝

试重构生产-消费体系和地方治理机制，以不同

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实践来创造一种“替代性经

济”（Harvey，2007：235），借此拓展小农户的自主

性和生计空间。这个过程生发出了各种新的产

品、服务和市场，出现了基于小农户和小规模生

产的有机农业、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ed agriculture）、多功能农业、农夫市集、生态餐

厅、农民／消费者生态产品合作社、食物枢纽

（food hubs）、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s）等各种新

型农业实践和市场形式。2010年，这样的实践和

探索在国内开始兴起。它们源自乡村或城市的

动员，有的由社会群体驱动，有的由制度体系内

部推动（如巴西、欧盟的一些新政策议程）。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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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推移，它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化和引导

了一场重拾小农身份的“再小农化”过程，并从针

对生态问题和纯粹市场伦理的道义回应，逐渐向

文化和更深层次的变革发展，改变着“发展”被定

义和实践的方式（Carolan，2016：296）。在学理层

面，伴随工业化农业的深化和各种替代性路径的

兴起，包括实体主义、后结构／现代主义在内的

一些理论视角开始“重新发现”并肯定小农、当地

人的智慧和实践价值。持这些理论视角的学者

对过往的一些线性观点（如进步和农业现代化只

有单一标准，小农只有单一类别，小农的演变只

有单一轨迹）提出了质疑。他们倡导超越过往的

传统理解，重新思考和定义农业与农村的发展，重

新审视和评估 21世纪的小农和小农农业的存在

意义，尤其是其文化性、社会性、生态与资源的可

持续性、应对危机和风险的韧性等，为小农和小农

农业未来多元化的存在留出空间（Altieri et al.，
2012；van der Ploeg，2015；Friedmann，2016）。各

种替代性农业实践和市场形式的兴起，被视为

“新小农阶级”“新型小农经济”和“新农村发展范

式”的表征（范德普勒格，2013；Schneider & Gazol⁃
la，2015；文图拉，2016；黄宗智，2020）。

（二）巢状市场的概念与方法

为回应工业化农业和全球性商品大市场所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国际上越来越形成了这样一

种认同，即建立更加公正和更可持续的社会经济

关系，需要从关系和互动的角度切入，重构小农与

市场的联结，构建更多样化的，对小农户更具包容

性的市场渠道（Schneider et al.，2016）。同时，不

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这

样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即很多农民以其所嵌入

的文化和地域特色为策略，发展能够带来更多附

加值的、差异化的新产品和服务，在农耕之外拓展

农业的多功能性。他们与寻求更健康食物的城市

消费者合作，建立起直接联结，从而在主流大市场

所定义的范式和规则之外，构建新的市场形式。

这种生发于农业调整和流通方式的革新过程，在

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形成的直接对接

的、实名的、有相对固定的边界以及具有一定认同

和信任的“另一种市场”，被称作“巢状市场”（叶敬

忠、贺聪志，2019 ；van der Ploeg et al.，2010）。
围绕这种新的市场流通和分配形式及其所

创造的社会关系，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

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巢状市场代表着一种“旁

路”（by-pass）（van der Ploeg et al.，2012），其构建

的目标是打破主流无限市场中食物帝国等中间

环节的控制，绕过主流商品市场通道，“重新联结

被区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被割裂的社会与生态

关系，创造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拥有、合作

互惠的地方性市场”；其核心是重建市场嵌入社

会的特征，并通过市场来重建社会信任和共享价

值。巢状市场象征着产品、服务、货币和信息等

新的流动形式。与人们习以为常的主流大市场

相比，巢状市场是在哲学基础、价值伦理、逻辑过

程和运行规则等方面十分不同的另一种结构

（van der Ploeg，2015；叶敬忠、贺聪志，2019）。在

主流市场中，一系列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规

则常常与农村现实不相容，导致了小农在市场中

的依附和被挤压以及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而巢状

市场则能为小农创造更多的自主性、决策权和收

入分配，将小农从对全球食物市场的依附中解放

出来（范德普勒格，2013；Schneider & Niederle，
2010；Schneider Gazolla，2015）。

（三）城乡搭桥：柳村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

试验”

国内类似构建“巢状市场”的行动和实践探

索已经越来越多地生发出来。这种市场形式所

创造的新的经济空间和分配机制，也正在转化为

可以贡献于小农户生计和农村减贫的新兴发展

范式。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研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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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河北省太行山区青林乡柳村⑤与北京开展的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便是“将小农户与城

市消费者直接联结起来，为贫困小农户构建一种

特殊的‘巢状市场’的理念和实践”（叶敬忠、贺聪

志，2019）。前述论文对该实践探索已有详细介

绍，下面对该试验的相关内容和最新进展进行简

要回顾⑥。

自2010年起，研究团队从城市和乡村两端入

手，发起“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柳村是最先

试验构建巢状市场的村庄。它隶属河北省一个

国家级贫困县的西部山区，距离北京190公里，位

属太行深山区。截至 2020年 7月，全村共有 187
户，64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55户，贫困人

口达210人（目前已全部脱贫）。和当下大多数中

国村庄一样，微薄的农业收入使得村庄大量青壮

年离土谋生，剩下的主要是留守村庄的妇女、老

人和儿童。该村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山区贫

困村庄，至今保存着较为完好的小农农业形态。

研究团队以柳村“贫困小农户现在有什么”的生

计资源为出发点，以他们开展的健康农产品和地

方特色食物产品的小农式生产为“产业”，来直接

对接城市消费（叶敬忠、贺聪志，2019）。
巢状市场的构建首先涉及村庄层面的组

织。目前柳村已经形成一套将分散的小农户及

其多样化的产品组织起来的结构和规范。自发

起至今，这些曾经是别样，现在已成为常规的做

法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经历了不同的升级阶

段。最初两年的工作主要包括村庄理念的培育

和建立，组织化机制的形成和一些基本技能的掌

握（不仅包括如何组织农产品，还包括如何使用

互联网技术、如何与消费者互动等），消费者群体

的培育以及配送机制的摸索等。2012年，村庄的

组织者开始独立配送，并与消费者进行线上线下

互动，实现从研究团队协助为主到农民主导的跨

越。此后，巢状市场的发展进一步走向村庄自我

调节的阶段，并纳入更为丰富的自我组织元素。

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各种保鲜、包装等设施设

备更加完善，生产和组织过程逐渐走向规范化和

有计划性，开始以组织化的形式调节种苗和种养

资源，种植和延续老品种，改造小农户的养殖圈

舍环境，平衡和调节村民参与机会等。2019年村

庄成立了合作社，推动组织方式朝着更规范化的

方向发展。柳村的巢状市场参与农户开始只有

20户，目前已发展到 105户。同时，有 16位村民

加入到质量把关、包装和配送等环节，有 23户农

户成为消费者访问村庄时的专门接待户。

柳村巢状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探索构建了一

系列新的城乡互动和联结方式。研究团队从动

员北京的同事和亲朋好友开始，依托社会关系网

络协助村庄发展消费者群体。截至 2020年 7月，

柳村在北京建立 8个配送点，参与的消费者超过

400个家庭，数量还在逐步增加。2017年，柳村的

生产小组凭借不断拓展的社会网络，与河北省保

定市的一个消费者群体建立了对接。生产者与

消费者之间的产品联结多年来保持在每 20天左

右一次，由村庄组织进京直接配送。2020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农产品联结经历了 3个月的

短暂中断后，开始转为约每 10天一次的快递配

送。除农产品交易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也存

在各种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方式，如依托微信群和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介进行信息分享、下单交易、

质量反馈、活动组织以及新成员邀请等；村庄配

送时双方见面交流和互动；消费者在闲暇时携亲

友访问村庄和对接的生产农户，甚至在村庄组织

开展义诊、读书分享、夏令营等活动。

村庄同时建立起一套新的质量、价格和监管

机制。基于帮助贫困农户改善生计的考虑，柳村

巢状市场农产品的价格一般高于当地市场价格

的 30%—60%。在销售收入中，生产小组通常提

取 10%—20%用于劳动力投入、配送、包装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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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其余全部归生产农户。此外，研究团队与生

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设计了一系列质量监督保障

机制，如可追溯产品来源和去向的实名制标签，

合作组织对生产过程的日常监督和对产品质量

的把关，熟人社会的非正式规范和人情压力制

衡，与消费者的沟通和反馈机制等。

巢状市场自构建以来，在为贫弱的小农户赋

权并拓展生计空间，推动村庄的组织化建设，改

善村庄生态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效果和变化。

首先，贫困户的参与非常普遍，同时纳入很多其

他生产扶贫方式难以动员的弱劳动力。巢状市

场所利用的是农户现有的生计资源，对外部投入

依赖较少，参与门槛及风险非常低。目前贫困农

户参与巢状市场的产品已达六十多种，几乎覆盖

当地能够生产的所有种类。其次，以固定的消费

者和较高的产品价格为保障，交易全年进行，贫

困户的收入较为稳定而持续。他们每年通过巢

状市场获得的收入存在一定差异，少的千元左

右，多的可达上万元。这笔收入足以弥合贫困农

户已有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缺口。此外，巢状市

场不仅创造了一个促进城乡融合和互动的特殊

空间，也带动和加强了村庄的自组织和自律，以

及村庄生态和文化的整体性修复（叶敬忠、贺聪

志，2019）。

三、城乡对接中的不连续性：

当小农户生产遭遇现代性消费

推动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联结，是巢状市场

构建的关键内容。笔者在行动研究中观察到，乡

村小农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直接遭遇时在很多

方面体现出不连续性，使得对接成为一个充满矛

盾、博弈和不断调整的非线性过程。

（一）食物质量标准与文化的城乡差异

村庄以非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带有鲜

明乡土特色的农产品，吸引了城市消费者加入巢

状市场。然而，当从远距离的“欣赏”变为切实的

参与时，消费者又常常出现各种不适应。例如，

他们经常抱怨芹菜、韭菜等蔬菜不够鲜嫩，杂粮

和核桃等坚果参差不齐，对农户提供的一些地方

性产品不知道如何烹饪等。针对猪肉、鸡和鸡

蛋，城市消费者常常提出问题：“后臀尖怎么这么

肥？”“我要的排骨，为什么不是纯小排？”“鸡怎么

这么大一只？”“蛋黄颜色比较淡，不会是喂饲料

了吧？”“鸡蛋怎么大大小小的？大个、红皮的是

掺的工厂蛋？”等（北京T小区、W小区消费者ZL、
LJ等在微信群中的发言，2017年—2019年）。有

的消费者因此觉得农户提供的产品质量不好，甚

至延伸为对农户诚信的怀疑。在很多消费者看

来，杂粮、坚果应该是大小齐整、颗粒饱满的；猪

肉应该是比较瘦的，部位分割应该是精细的；鸡

蛋应该是大小整齐、表面光洁的，蛋黄颜色也应

该是深黄的；鸡应如超市的那般大小且加工细

致；蔬菜应该是鲜嫩、没有虫眼的……面对消费

者的这些问题，农户经常感到不解：“我们集上的

骨头都是这么卖的，可是消费者要小排、腔骨分

开”（柳村村民XL，2015年 4月 30日）；“消费者想

要土猪肉，可是又不想肉太肥，粮食喂出来的猪

就是肥”（柳村村民 ZX，2013年 11月 15日）；“芹

菜就是这么长的，消费者说太老了”（柳村村民

SY，2015年6月10日）；“我家养了十多只鸡，好几

个品种，下的蛋就是不同颜色、有大有小啊”（柳

村村民XY，2015年6月10日）等。

上述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不同话语和反应，不

仅体现了都市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对于“什么是

好的食物”的不同定义，也体现出城乡之间、地域

之间在食物生产与文化方面的张力。食物不仅

仅是商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象征。对于

北京这类大城市的消费者来说，各种超市尤其是

近几年兴起的新零售、社交电商是其主要的购物

50



专题 小农户生产的现代性消费遭遇

渠道。这些实体或虚拟空间中的零售市场是全

球工业化食物体系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体系中，

食物生产正越来越走向商品化、技术化和标准

化。货架上的商品及其原材料来自全国甚至全

球各地。精细的加工与包装、高度的一致性，是

这些商品的普遍形象。这些食物从土地到餐桌

的过程常常包含了这些环节：单一化和规模化的

种植养殖、福特主义的流水线加工、耐久保存处

理、长途运送和复杂的流通控制（帕特尔，2008；
McMichael，2013）。这些经过精心设计和加工的

食物很好地迎合了城市复杂的人群结构、快节奏

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朗、希斯曼，2011）。但同时，

食物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也愈

发被切断，“农业生产越来越脱离了具体的情境，

脱离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和社会属性”（范德普勒

格，2013：5）。
在村庄，食物生产和消费在某种程度上仍由

地方性社会所定义，涉及多元文化元素，且与地

方环境相关联。小农户对于食物质量标准的判

断，所参照的也是地方性标准。在参与巢状市场

的过程中，他们的农业产出首先不是作为一种商

品，而是作为家庭生存所需。家庭消费的剩余才

拿出来交易，且通常是初级产品。即便农户都遵

照农业生态学的耕作方式，但土质、水源和生产

投入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对这些产品进行保存、

加工和分拣而采用的方法和精细程度不同，都会

导致不同农户的产品在品质方面的差异。例如，

有的农户精挑细选，有的农户则挑选粗糙；不同

农户加工的红薯干、柿子饼在口味和外观方面都

有不同。如何让分散、多元化的个体农户遵守要

求，把多样化的产品变成遵循一定质量标准的

“商品”，是一个不断完善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为了让习惯了超市标准化食物的消费者重

新认同和接纳按照地方文化和乡土标准供应的

农产品，村庄生产小组采取了很多措施，如不断

改进农产品的分拣及包装；一定程度上向超市学

习，对肉类进行力所能及的精细化处理；根据消

费者的偏好调整种植养殖品种和供货内容（如逐

渐调整为养殖体型较小的本地土鸡，将肥肉在村

庄内部消化等）；向消费者进行农产品特征的图

文解释等。

（二）消费便利性的建构与村庄农产品的上

行障碍

便利性是影响消费者参与积极性的另一个

主要方面。这种对便利性的要求首先体现在对

食材加工的体验中。由于村庄提供的农产品只

是经过了初级的分拣或加工，一些消费者对食材

的“粗放”状态常常感到难以应付：“鸡还是整只

的，没有剁好，我自己剁起来太费劲了”（北京Y小

区消费者 LY，2018年 8月 14日）；“肉块太大了，

不好塞冰箱，分割起来太费劲”（北京W小区消费

者WJ，2016年 5月 15日）等。超市可以提供的细

致分割和加工服务已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消费

者家中的厨房，大部分家庭已不备分割大块肉类

的刀具。另外，取货的便利性也会直接影响消费

者的参与意愿。消费者下单后，村民会在约定时

间将产品配送到固定取货点。如果不能及时取

货，则需要考虑如何存放和保鲜，这让不少消费

者感到困扰。一位年轻女性消费者在谈及后来

减少参与的原因时表示，“现在家里的日用品大

部分都在网上购买，恨不得买菜都是手机下单送

上门。附近的菜市场都懒得去，买了那么沉，还

要自己提回来”（北京T小区消费者CD，2019年 7
月 23日）。截至 2020年 3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

达 64.5%，网民规模达 9.104亿人，网络购物用户

规模达 7.10亿人。2019年数字交易规模达 10.63
万亿元⑦。现代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零售业、互联

网、现代物流体系的快速发展，已经重构了城市

居民对于消费服务和便利性的体验，塑造出一种

日益依赖移动下单和送货上门的“懒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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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区电商和快递服务进社区的兴起，消费者

对于巢状市场取货方式的不便利体验也被进一

步放大。

然而，村庄的组织配送和服务能力相对有

限。在柳村，建构巢状市场的过程也是对分散的

个体农户进行深度动员和组织的过程。从让村

民接受理念并加入巢状市场生产，到协调生产、

监督质量、加工处理、包装分类，再到顺利递送到

消费者手中，过程看似简单，背后则需要克服诸

多困难和挑战。这个过程涉及对人力和其他各

种资源的组织和动员，涉及新的知识、观念和技

术的引入（尤其是对网络技术的利用），需要结合

乡土知识的创新，还涉及检验、屠宰、加工、冷藏、

运输等各种配套基础设施和服务等。在青壮年

人口大量外流的柳村，村庄不仅缺乏有知识又愿

意参与巢状市场的年轻组织管理人才，也缺乏相

应的规范配套设施和服务。村庄靠内部自组织

和合作完成从生产到配送的每个环节，在某种意

义上说已经是一种跨越，但在适应和满足消费者

对便利性的需求方面，仍有很大距离。同时，农

民进城配送不仅受地理距离、配送条件等客观因

素的制约，还经常受到各种政治调控的影响。复

杂的城市线路让村民每次进京配送都感觉如履

薄冰，各种城市交通和市容管制规则更增加了配

送的难度和风险。为避开被处罚的风险，配送村

民会选择很早出发，赶在早高峰前进京，晚高峰

前离京。由于消费者居住分散，村庄目前还很难

提供专门的送货上门服务。

伴随巢状市场的发展，村民在不断学习网络

使用技能，完善组织环节。此外，长期的互动使

消费者增进了对村庄和农户的了解。部分消费

者帮助出谋划策，积极协助村庄应对产品包装、

组织配送等方面的问题，如每个取货点都有一些

消费者为村民进城配送提供分货、暂存等帮助；

几位从事互联网工作的消费者志愿为巢状市场

设计专门的交易软件，并长期提供技术服务，极

大地便利了双方的联结（叶敬忠、贺聪志，2019）。
（三）消费端的不稳定性与小农生产的有限

性、季节性和不确定性

如何调节和平衡供需，是巢状市场构建面临

的另一个挑战。从消费端来看，消费者群体在参

与巢状市场的过程中，对农产品的订购主要从自

己的需求和偏好出发，这常常与村庄的生产状况

及产品特点难以调和。例如，消费者多偏好瘦肉

和排骨，因此这些产品经常供不应求。在有的消

费者抱怨连续三个月不能买到排骨的同时，村庄

组织者也陷入左右为难：“大家都喜欢排骨，不喜

欢肥肉，一头猪只有三十多斤排骨，也分不过来，

肥肉却很少有人要，只能留下自己处理”（柳村巢

状市场组织者 ZF，2018年 11月 15日）。此外，消

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也不太稳定。他们会因为

某时段外出而不再订购，也会因为家里请客或送

朋友而突然大量订购；会因为微信群中的好评而

“跟风”购买，也会因为不便利、不满意体验而放

弃购买某些产品甚至退出。消费者的订购量在

一些特殊时间段还会呈现明显的涨落，如一些节

日之前会大幅攀升，到了暑期则显著减少。

与此同时，村庄生产在匹配消费需求方面同

样有局限。小农农业与自然协同生产，兼有长期

性、连贯性、季节性、易受自然气候条件影响等诸

方面特性（祖田修，2003：77-82）。这种特性限定

了村庄在不同季节所能提供农产品的种类和数

量。以消费者更青睐的畜禽产品为例，农户一般

在春季购入种苗，供应上呈现秋、冬集中出栏，

春、夏容易“断档”的局面。鸡蛋的产量也会随季

节和气温而变化，春季容易过剩，冬季则供不应

求。此外，小农生产的产量是有限的。例如，一

位老人养鸡数只，自己消费部分，出售部分，尽管

消费者对质量和味道都很满意，想多购买却无法

供应了。农产品的产量还容易受到气候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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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病虫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过

去几年中，不断有消费者尝试年初便预定下农户

生产的老品种玉米和杂粮，但无法预期的干旱、

冰雹和大风常常使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再者，巢

状市场农产品的供需在一定程度上也摆脱不了

主流市场波动的影响。以猪肉为例，2015年下半

年开始，地方猪肉价格猛涨；到了2016年春天，地

方的猪苗市场价格涨到了每头过千元，导致很多

农户担心年底猪肉价格跌落而不敢养猪，进而使

得当年出现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2020年春季

以来，受非洲猪瘟、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类

似供给紧张的局面又一次出现。

城市消费需求和村庄小农生产的上述特点，

使巢状市场模式很难践行消费者和农户“一对

一”的对接方式。一方面，单个小农户难以满足

消费者对食物种类和数量的需求，另一方面，消

费者也期望更灵活的参与方式和更多的选择空

间，双方都难以做出长期的供应或消费承诺。在

此情况下，农户通过合作作为一个整体与消费者

群体进行对接，成为更好的选择。柳村过去几年

的实践显示，随着更多农户和消费者的加入，对

接的过程也成为生产和消费不断协调的动态过

程。生产小组逐渐学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

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和生产方式，提前规划农户的

生产安排，使生产更有计划性和协调性。例如，

协调农户购入猪苗、鸡苗的时间批次，以避免供

应的季节性“断档”和集中出栏导致的销售压力；

根据往年的消费量和预期增加的消费者人数，对

农户的种植养殖数量进行预估。一些消费者也

逐渐理解和熟悉村庄的供应特点，开始接受“排”

不到“抢手”农产品的结果，能够耐心等待某些农

产品的成熟。

（四）城市的理性市场逻辑与乡村的道义经

济逻辑

巢状市场提供了一个城市陌生人社会和乡

村熟人社会两种观念和行为逻辑遭遇的场域。

以工业化、理性化、流动性和秩序为表征的城市

是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鲍曼，2002：147-
149）。与乡村社会相比，城市社会中的人们在消

费行为上更讲求理性，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疏离与

防范。这种消费理性和文化在巢状市场中也处

处体现。很多消费者把购买村庄农产品视为纯

粹的商品交易，认为自己购买商品，对方有义务

保证“一分钱一分货”。他们对农产品的质量、包

装、服务等有较高的标准要求。如果不满意，则

理所当然地进行投诉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消

费者也会因此退出巢状市场。

然而，村庄社会所遵循的并非纯粹的市场伦

理。村庄内家族、邻里等乡村社会关系逻辑会左

右人们的市场活动（艾云，2016）。这种“市场的

嵌入性”也体现在巢状市场的日常组织中。巢状

市场的一位组织者说，“村里是一个人情社会，要

想把巢状市场办好，可一点也不简单。去年冬

天，很多农户家都没有土豆了，但我知道有一个

农户家还有，我就去请他为巢状市场提供土豆。

结果那个农户很不高兴地说，‘前几个月你们不

找我提供土豆，现在大家都没有土豆了你才想起

我来。现在我就是有，也不给你们。’这种情况真

是很难办。其实我们也不是偏袒谁，只是村里土

豆实在太多了，我们只能先满足一些事先熟知情

况的农户，一旦全村广播找土豆，家家户户都给

我们提供，我们哪需要这么多？要是那些住在老

远山沟里的老人把土豆背来了，你要还是不要？

不要岂不得罪人！”（柳村巢状市场组织者 XQ，

2019年4月20日）

正如这个案例所展示的，巢状市场已经逐渐

发展成为乡村的一种公共池塘资源，其运作也必

须考量如何平衡农户的参与机会。在长期农耕

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熟人社会及其社群观念、人情

逻辑和崇尚“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经常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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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者在配货时监管质量和控制数量的压力。

在发起的早期阶段，组织者经常由于担心“得罪

人”或不好意思“拒绝”某些村民，而不得不收下

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超量的农产品，甚至造成少量

质量达不到要求的农产品流向消费者。同时，巢

状市场的参与机会也会被利用，以建立个人关系

网络。这些因素都使得村庄对于质量的监管和

控制变得微妙而复杂。这种乡村人情伦理和日

常政治所影响下的“道义经济”逻辑（斯科特，

2001），导致巢状市场在实施过程中有时偏离原

先看似“完美”和“理所当然”的设计，陷入进退两

难之中。

（五）商品化背景下重建城乡信任和“团结”

的障碍

巢状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实践，同时也是一

种社会和文化实践。如同很多新型食物体系的

实践，巢状市场试图重新联结被区隔的生产者和

消费者、被割裂的社会与生态关系，创造一种生

产者与消费者共同拥有、合作互惠的市场空间。

因此，研究团队在实践过程中注重为消费者与生

产者之间的经常性直接互动搭建平台、创造条

件，以强化双方的关系纽带，推动双方建立互信。

在实践中，巢状市场提供了消费者访问村

庄、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流会等多种面对面互动的

机会，不少消费者的参与积极性并不很高。在微

信等线上互动平台，经常与农户互动的消费者也

不是很多。很多消费者尽管希望获得更健康的

食物，却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走进村庄，了解食

物背后的生产过程和生产者。事实上，动员消费

者参与也是很多社区支持农业等新型食物体系

实践的理想设计。但不论是在欧美还是在国内，

这些模式在现实中都普遍存在消费者消极参与

的现象。

在巢状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

双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平衡（尤其是在还未互

相熟悉的早期）。消费者长期习惯于“顾客至上”

的消费文化，且相比生产者来说有更多的选择空

间。当村庄小农户的产品和服务达不到满意的

情况下，一些消费者缺少包容，转而选择其他市

场。他们对于这种交易背后所负载的社会关系

和价值，缺少认识和感知。在村庄端，面对竞争

日益激烈的市场生态，为了发展和拓展巢状市场

的空间，村民更注重维护与消费者的关系，也更

容易妥协。这尤其体现在围绕一些有争议的农

产品质量问题的处理上，如面对消费者没有及时

取货或没有及时食用而造成的食物变质以及消

费者嫌猪肉太肥等问题，村民经常会为了“留住”

消费者而主动退款。

与此同时，村庄生产端也在经历市场机制、

商品化过程的不断渗透，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以及

生产方式等正在改变。面对经济利益，村民的合

作甚至诚信也常显得脆弱。例如，当附近开通高

速后，保定、石家庄的自驾游客不时到村边旅游，

会以更高的价格顺便买些农户的鸡和鸡蛋。一

些小农户因此优先把这些产品出售给外来游客，

而不是提供给巢状市场的城市消费者，进而导致

村庄能够与消费者对接的这类农产品不时出现

紧缺。此外，在巢状市场的组织过程中，个别小

农户以次充好的不诚信行为也会不时出现。再

者，尽管位于深山区的柳村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

了小农生产的特点，但包括种苗在内的生产资料

投入已越来越走向“外部化”。这些外来的种源

信息超出了农户的知识范围，使得他们对于消费

者的一些疑问甚至是质疑，常常无法给出有说服

力的回应，如大豆、玉米是不是“转基因”品种，鸡

的体型和口感为什么有差异，同一个农户提供的

鸡蛋为什么蛋黄颜色有差异等。

为了回应这些问题，研究团队与村庄一道，

在促进双方互动、进行消费者和生产者教育等方

面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在消费端，对新进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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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提供《消费者须知》手册，进行巢状市场理

念、小农户生产及农产品特征的介绍，让消费者

增进对村庄了解和理解的同时，也感知到自己行

动的意义。同时，通过策划更有吸引力的村庄活

动，村民在互动平台上经常性地推出村庄和农户

介绍，举办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流会等方式，促进

双方的联结与互动。在生产端，除了对小农户进

行理念、责任和规则教育外，组织者多次召开农

户会议，讨论制定各种农产品的提供标准，并对

农户的加工、保存技术甚至种养殖品种进行调整

和干预。他们尤其重视畜禽的种苗调整，在鼓励

农户自家进行繁育的同时，还与当地的孵化厂合

作，为参与农户提供优质的鸡苗。生产小组也会

向消费者介绍正在进行的调整和改变，争取对方

的理解。

四、被建构的现代性消费

与变迁中的乡土性生产

巢状市场是一种立足于通过各种社会互动，

把特定空间中的特定行动者组织起来的构建性

市场。这类市场并不能外在于当前社会的主流

生产模式和食物体系，而是在与常规市场的关联

中与之并存并对自身进行再生产（Schneider et
al.，2016）。在柳村的试验中，巢状市场在尝试重

新联结食物体系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同时，也

在以多种方式重新联结乡村和城市、食物和社会

以及食物与自然。它既构建了一个新型市场与

主流市场交互作用的舞台，也提供了一个已经被

整合进主流食物链条的两端——城市现代消费

社会和乡村小农社会直接遭遇的互动界面。巢

状市场的构建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巢状

市场界面上现出的种种矛盾与不连续性，部分源

于乡村和城市固有的地域和社会结构差异，而更

多则来自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和现代食物体系

对双方的形塑。它不仅折射出全球性食物体系

与地方性食物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张力，也表征了

被建构的城市现代性消费与快速变迁的乡村小

农生产之间的某些断裂。

当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已被纳入世界

规模的农业-食物重构中（McMichael，2013）。尽

管食物对于生命和健康而言是必需品，它却越来

越沦为一种商品（Weis，2007）。在城市消费端，

资本控制的现代食物体系不仅正在改造食物从

地头到餐桌的整个组织过程，也在重构城市消费

者的饮食习惯、消费文化与选择。首先，消费者

处于控制市场的隐形力量（资本）的“凝视”之下，

被各种大众传媒和营销手段以一种尽可能不被

察觉的方式，引导、塑造出各种消费需求。许多

食物传统和常见的饮食习惯在面临新的产品、营

销和生活方式时正在迅速改变（朗、希斯曼，

2011：35）。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最近十余年，中国

的城市消费市场发生了飞速变革，各种超市革

命、物流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消费者带来了现代主

义的消费体验：舒适、科学、秩序、效率、便捷……

这些变化迎合了城市人口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还

创造了一种“消费者至上”的意象（帕特尔，2008：
154）。便利性、标准化、廉价的工业化食物已经

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食物的期待和评价，同时也

在 让 人 们 丧 失 烹 饪 的 技 能（Patel & Moore，
2017），而这些过程都构成了建立小农户与城市

消费者联结的潜在障碍。其次，城市消费者，尤

其是早已脱离乡土生产或对乡村缺乏体验的年

轻一代，与自然、农业、食物文化和农村社会长期

分离。卡罗琳·斯蒂尔（Carolyn Steel）在其著作

《饥饿城市》中描述了城市人口如何失去与食物

的亲密性，以及这些不可见的过程如何悄然重塑

着城市（Steel，2008）。在此背景下，很多消费者

已经难以接受地方性的食物文化，对农业和乡土

生产的特点缺乏理解。再者，现代消费及其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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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越来越显著的物化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言，

“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

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

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马

克思，2004：93）。在现代食物体系中，人们不仅

无法辨识食物的生产者、产地，而且食物的生产

过程及其附着的文化、社会关系也容易被物化的

形式所掩盖（Carton & Flores，2010）。正因如此，

当城市消费者进入巢状市场这一新的食物消费

场域时，容易仅仅停留在商品和物的层面，以市

场交易的逻辑和心态来参与，而难以注意和认识

到背后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联结，以及其行动

所表征的关怀和道德意涵。

在乡村生产端，随着农村商品关系的延伸，

小农社会也在经历快速的社会-生态重塑。工业

化农业和市场主导的发展范式及与之相伴的治

理体系，正在加速推动小农农业、农民社会的解

体，破坏小农经济所立足的文化和物质基础。这

样的过程正在柳村发生。柳村作为太行山区的农

村，地理位置较为偏远，面临严重的劳动力外流和

一定的土地抛荒现象（Van der Ploeg，2013），即范

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所说的农业

“失活”现象。对于留守的村民来说，他们对资源

的投入越来越需要依靠市场购买，农业活动的外

部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正在日益加

深。当下的村庄现实也对巢状市场的构建带来

了诸多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

不连续性，背后的原因很多。第一，青壮年人才

大量流走带来了村庄组织人才的缺乏，尤其是在

现代城市消费已经越来越走向数字化、互联网化

的背景下。而这种根植于乡村、农业价值和文化

危机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扭转。第

二，农业活动的外部化常常造成村民的知识盲区

和农业资源库的破坏，使他们丧失对生产过程的

自主性和控制权。例如，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分

工的发展，柳村的农户从中间商手中购买猪仔和

鸡苗，不仅从源头上无法把控产品的质量，容易

引发消费者的质疑和抱怨，而且在外部市场产生

波动的情况下容易陷入被动处境。这也是导致

生产和消费不连续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

这种不连续性面前，地方也在逐渐发挥其能动

性，通过统一购买柴鸡苗、养殖母猪、孵化小鸡等

方式来巩固和强化地方资源库。重新摆脱这种

依附和外部化，则是一个艰难、长期且存在争议

的过程。第三，长期以来国家侧重扶持工业化、

规模化的农业和生产主体，现有的农业服务体系

和惠农政策资源偏向大户，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小

农户则缺少支持。而身处农村的基层政府也随

着 2006年农业税费改革逐渐丧失介入农业的能

力和公信力（周娟，2017；吴重庆、张慧鹏，

2019）。结果是，农村地区普遍缺乏符合小农户

产品特点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建设。这也使得柳

村在组织巢状市场过程中，不断面临检验检疫、

屠宰加工、冷藏运输和进城限制等流通领域的障

碍，农产品上行的道路充满困难。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

成和资本全球化流动，在现代传媒和消费主义理

念的推波助澜下，食物体系两端的行动主体——

生产者和消费者，早已被整合进全球食品链之

中，且难有退路可言。双方从生产技术、流通体

系、销售过程到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观念和认知，

都被以生物技术、跨国食品帝国控制的现代食物

体系所形塑和改造。

在此背景下，巢状市场正在重构“生产-消
费”关系，重新联结长期被区隔的消费者与生产

者以及城市与乡村社会。这种联结需要克服很

多价值、机制、制度、技术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困

难（叶敬忠、贺聪志，2019）。巢状市场所呈现的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各种不连续性的背后，也是乡

村和城市在向现代化转型变迁过程中的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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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现代食物体系中生产和消费关系呈现出

更加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贺聪志等，2015）。

相对而言，乡村小农户生产方式的改变滞后于都

市消费需求的改变。

因此，致力于重塑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互动联

系和信任关系，实现生产和消费互利双赢的巢状

市场行动在实践中也遭遇着各种断裂和不连续

性的挑战。这也导致巢状市场在建立过程中对

接失败或消费者退出的现象偶有发生。事实上，

巢状市场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这些挑

战，将不连续性逐步转化为连续性的过程。在过

去数年中，生产小组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做出

了很多努力和调整。随着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

费者的不断磨合、调整与适应，以及村庄组织管

理的不断完善，巢状市场在柳村正在形成相对稳

定的“生产-消费”对接和相对固定的消费者群体

（叶敬忠、贺聪志，2019）。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基于河北省柳村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

试验”，以行动研究为方法，采用发展社会学的行

动者分析视角，呈现了一种地方性的，基于小农

户生产的消费扶贫方式的微观组织过程。透过

该试验可以看出，这类扶贫行动既扎根于地方性

的资源和网络，也嵌入更广阔的经济、社会、文化

和政治背景之中。贫困小农户与消费者的衔接

并非为线性的、一帆风顺的过程。当双方直接遭

遇，围绕食物的文化、便利性、供需平衡、交易的

逻辑和情理、商品的标准化等方面，经常出现差

异性理解及反应、错位对接和不连续性。这些不

连续性的存在使得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的对接

出现困难，信任建立面临挑战。这种断裂和不连

续还揭示了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性距离”

（Edelman et al.，2014），如扶助小农户对接市场的

一些必要政策工具的缺席，对农民进城的种种限

制，乡村地区针对小农户产品特点的检验检疫、

屠宰加工、物流体系等公共品供给的缺位等。这

些结构和制度上的障碍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空间

距离“问题”，使生产和消费的衔接变得困难。

同时，该试验也让我们看到，乡村和农民具

有回应各种困境和压力的能动性。他们在实践

过程中不断调整，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性策略来努

力弥合各种断裂和不连续性，逐渐建立起相对稳

定、持续的生产-消费关系。该过程激发出村庄

内部的和城乡之间的各种自组织、合作和创新性

实践。这些实践在不断赋权村庄的同时，也重构

了贫困小农户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和生存空间，为

其新的生计方式创造了可能空间。这类实践的

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和生计领域，也涉及食物

生产和消费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政治、自然以及

生命关系的改变，如乡村活力的修复、新乡村性

和新城乡关系的塑造等（贺聪志等，2015）。
中国当前还有 2.3亿小农户单元，小农户家

庭经营仍然是大量贫困小农户重要的生计方式

和收入来源，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的基本

经营形态⑧。在此国情和农情背景下，如何以消

费扶贫政策为契机，为从事家庭经营的贫困小农

户构建持续、稳定的生计空间和市场体系，不论

是对后脱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还是对乡村振兴，

都至关重要。消费扶贫作为一种国家干预行动，

应突破常规范式的一些僵化认知，走出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的路径依赖，重新认识小农经济的存

在价值（尤其是在维持社区和生态方面的非货币

化贡献）及农民在变迁社会中的适应性；在关注

规模化产业和带贫主体的同时，也应兼顾扶持小

农户，重视创新适合小农户生产及其产品特点的

消费扶贫机制和方式。目前国内正在兴起大量

类似构建巢状市场的新型实践，如果加以引导和

扶持，这类方式不仅可以成为贫困小农户拓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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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空间的新消费扶贫路径，让小农户焕发新的生

命力，也可以为乡村地区和周边城市人口带来显

著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当然，要开展针对贫困小农户产品的消费扶

贫，如何化解生产和消费衔接中的不连续性，弥

合城乡之间的种种断裂，将是这类扶贫行动不能

回避的挑战。今天，村庄和贫困小农户既要适应

由高度异质性的移民组成的，阶层化的城市和被

现代食物体系形塑的，日渐远离乡土性与地方性

的现代消费文化，也要克服诸多技术、知识和制

度上的障碍。这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联结

并共享价值规范和标准框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

程（叶敬忠、贺聪志，2019）。在此方面，需要公共

部门的制度创新，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在技术、

市场机会、公共服务方面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和支持，为贫困小农户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有利

环境。

笔者长期观察发现，能否以合作和组织化的

方式整合资源，形成沟通消费端的规模、信息和

质量提升优势，是决定贫困小农户与市场连接成

败的关键。在此方面，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

返乡青年可以成为带动贫困小农户建立合作纽

带的人才力量。此外，针对小农散户小规模经

营，难以批量化、标准化供应产品的问题，可借鉴

国际上建立“食物枢纽”／集配中心等新兴做法，

将产品集中，由专业人员统一分拣、分级、包装和

把控质量，以批量、组合等形式，与不同类型的消

费扶贫渠道进行对接。针对小农户产品长链供

应难、成本高的问题，可发挥其新鲜多样，更适合

地方饮食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发掘食物“地产地

消”的潜力，如与本区域城市社区、学校、企事业

单位食堂进行对接；也可鼓励地方结对帮扶单

位、个人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与贫困

小农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对接关系。同时，需要

完善和优化匹配符合小农户对接城市需求的公

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体系，如小型屠宰加工服务、

检验检疫服务、入村冷链物流服务等。最后，消

费扶贫要构建长期稳定的供销体系和良性运转

机制，非常需要社会信任和社会建设。柳村巢状

市场的构建过程注重城乡互动和社会建设，为双

方增进了解，建立长期的合作和信任关系创造了

可能；若非如此，这类联结在面对种种不连续性

问题时，非常容易被各种资本主导的竞争力量所

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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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Hebian village to increase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villagers, release them from dependence on the tradition-

al low-income agriculture, and ultimately bring them out of the poverty trap. The initial results of the Hebian ex-

periment show that once the modern welfare standards are adop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have a strong path

dependence on modernity. The Hebian experiment is notable for bringing about a face- lift to the village and a

drastic increase tothe villagers’income. The modernization path is also effectiv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Howev-

er,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 foundation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the villag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e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xperiment also faces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ili-

ty. At the same time, the fact that the villagers picked up agriculture again after their livelihoods were severely

challenged by the“de-agriculturalization”strategy strongly demonstrates the survival resilience of small farm-

ing. What the Hebian experiment has encountered is precisely the long-term predicament that smallholders have

to face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reduction under current conditions. This also illustrates the practical meaning

that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have brought to its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Hebian experiment, smallholders

When Smallholder Production Encounters Modern Consumption: Reflection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via Nested Markets 45

He Congzhi & Ye Jingzhong

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onsumption (a policy mobilizing consumers to purchase goods and services of-

fered by the poor) has met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reality, one of which is the difficulty for the poor ru-

ral households to be directly involved. Based on the“Experi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via Nested Markets”

program in Liu Village of Hebei Province,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micro organizing process of an initiativ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onsumption based on smallholder production. It shows that when smallholder produc-

tion encounters modern consumption, discontinuities appear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food standard and cul-

ture, judgment about convenience,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This also leads to the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on-

sumption and undermines its sustainability. These discontinuities not only reflect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glob-

al food systems and the local food culture and society, but also represent the rifts between the constructed mod-

ern consumption and the rapid change of rural smallholder production. Thu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

sary to come up with new ways of involving the poor farming households directly in the promo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onsumption and support them with corresponding measures in terms of technique, market oppor-

tunity, and public service.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onsumption, nested market, smallholder production, rural-urban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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